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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全川”:《劝桑说》与近代
四川蚕桑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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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重庆400715)

摘 要:基于“普利全川”的情怀,四川三台人陈宛溪完成了科普性文本《劝桑说》的刊印和推广。该

书内容通俗易懂,既是陈宛溪个人蚕桑知识的集成性作品,也是劝课蚕桑的优秀范本,它不仅在推动四川

区域植桑知识的通俗化、植桑活动的普及化、植桑技术的程序化等方面有重大贡献,而且又与《湖蚕述》《蚕

桑谱》等蚕桑文献一起加速了近代中国蚕桑业从传统自然经济向近代工业化生产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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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劝课农桑历史较为悠久,其传统养蚕技术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不断演进,形成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蚕学体系,并逐渐凝练成了汇集蚕桑知识技术的文本———蚕书。清末民初劝课农桑活动

曾达到一个高潮,蚕书数量也达到历史之最[1]108。就近代蚕丝业研究成果而言,无论从植桑、养
蚕角度,还是缫丝、印染方面,相关论著都颇为丰富,但对于蚕书的研究却寥若晨星。蚕书作为传

统农书的一个重要门类,承载着蚕桑知识技术,以便在社会中进行传播流动,其内在蕴藏了不少

颇有价值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信息,值得充分挖掘。王翔在《近代中国传统丝绸业转型研

究》一书中曾提到,晚清各地劝课农桑兴起表现出新的特点,可以说已经形成一个运动,中国农村

的蚕桑开始与世界工业化潮流相联系,这背后蚕书的撰刊流传与大规模劝课之间存在着很大的

关联性[2]。随后,肖克之在《农业古籍版本论丛》一书中收录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古籍农

书50篇,着重对古籍农书版本鉴别考证,其中包括《农桑辑要》《农桑衣食撮要》《种桑说》《玉屏蚕

书》等[3]。日本学者田尻利曾在《清代農業商業化の研究》中阐述诸如《蚕桑辑要》等几部中国江

苏地区蚕书的源流问题[4]。高国金《晚清蚕桑局及蚕桑业发展研究》,总结了晚清各类蚕桑专著

的内容来源,揭示了晚清蚕书的创作方式,展示了晚清蚕桑农书的技术来源,并对蚕书的体例与

结构、蚕书呈现的新特点、蚕书的价值等内容做了分析,重在揭示晚清官员劝课行为与繁多蚕书

之间的内在联系[1]。

蚕书作为农桑技术与理论传播的主要媒介,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中至关重要,蚕桑技

术的传承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托蚕书完成。清末民初,在刊印的古籍蚕书外,劝课蚕桑的官员、

有实力的乡绅,甚至少量的市井平民亦撰写新的蚕书①。他们根据自身经历,融入彼时新技术,

增强了蚕书的时效性和应用性,因此该阶段的蚕书展现了传统技术向近代技术的过渡,具有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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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870年光禄大夫吴烜根据自己经历写成《蚕桑捷效书》;1902年,东湖儒商饶敦轶在劝课的时候撰述《蚕桑简要录》;1880
年清朝官员方大湜出版《蚕桑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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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后的历史作用,颇值得关注。但就目前研究情况来看,相关研究成果较为有限,目前冯祖祥、周
重想《周凯<劝襄民种桑说>浅评》一文[5]是为数不多对晚清官员的具体蚕书文本进行分析的成

果,该文通过对襄阳太守周凯所著三篇《劝襄民种桑说》的文本研读来论述周氏在湖北推广种桑

的举措。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怀揣实业救国的实业家,一方面继承自“皇帝元妃西陵氏教民养

蚕”[6]3的传统,一方面融入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体现出“一个中国传统农学与西方实验农学的重

要交汇过程”[7],他们所著的蚕书颇具研究价值。本文在借鉴、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四

川三台蚕桑巨子陈宛溪为例,通过对其所著《劝桑说》的分析,拟对植桑知识的传播、植桑事业的

普及以及植桑技术趋于程序化等方面的关联问题略做讨论,进而从行业发展和社会经济角度来

窥视清末民初时四川乃至中国蚕桑业的发展情况。

一、《劝桑说》促进了植桑知识的通俗化

咸丰以前,中国实行农桑并重的国策,四川州县官府也大力提倡栽桑养蚕,“蜀中墙下树桑,
宅内养蚕,习以为常”[8]。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防止白银外流,采取“寓禁于征”的政策,四川很

多地方开始大面积种植鸦片,以至于“益谷膏腴之土栽种罂粟,驯至粮价日昂,浸为民患”[9],四川

的蚕桑业遭受打击。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清政府禁烟的举措下,四川地方政府积极寻求禁烟

之法,培州知州邹耿光以“川东罂粟太盛,物极必反,因详说种桑之利可代种烟之值”[6]序,1,崇庆州

也劝解乡民少植罂粟多种桑株,发文“罂粟害人,桑株获利”[10],并利用白话告示散布各乡。长寿

县令“已续购桑秧五十万株,除分发外,于西门外隙地栽种”[11]。邻水县令“复就县城旧有潾山书

院设立蚕桑公局,委绅经理,订立章程”[12]23。四川蚕桑因此有了较大发展,以三台为例,“时养蚕

达15万户,年缫丝约2000担”[13]。受到内外贸易需求的推动以及战争失败带来的创痛,国人开

始力图自强,蚕桑业作为“蚕桑为民,莫大之利”的产业[12]22,开始走向改良革新的道路。1872年,
归侨商人陈启沅建立起中国缫丝业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继昌隆缫丝厂,并撰写《蚕桑谱》[14]

专教人种桑养蚕之法。1874年,浙江湖州举人汪日桢任会稽教谕,著有《湖蚕述》一书[15],在杭嘉

湖地区流传较广。1894年,保定设立官办蚕桑局,四川人卫杰负责技术工作,并编撰了我国史上

篇幅最大的一部蚕书《蚕桑萃编》[16]。同年,四川苍溪知县姜秉善首建“蚕桑公社”。1902年,四
川合川举人张森楷集股创办“四川蚕桑公社”,开设丝厂,设立四川第一所蚕桑专业技术学校,

1903年四川蚕业巨子三台陈宛溪创办裨农丝厂,“四川蚕丝业迈出自古属于农家副业和手工业

工场的门槛”[17]7。陈宛溪立足蚕桑四十余年,先后刊行《裨农最要》《蚕桑浅说》《丝厂俗歌》《劝桑

说》等著作,在民间大力推广蚕桑。
陈开沚,字宛溪,号愚溪,以字行,四川三台县人,湖南客家移民,1855年生。早期家贫,佃地

务农为生,兄弟五人,其母在家养蚕。陈宛溪年少时“愚直贫病”[6]1,1871年考中秀才后在万安乡

玉皇观任私塾老师。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令陈宛溪对植桑养蚕如指诸掌,求学时期的新式教育

丰富了他的知识储备。时值世界生丝需求量巨大,陈宛溪任教同年,四川首次向国际市场出口了

生丝6000包[18]。陈宛溪获悉植桑收益颇丰,且听闻陈启沅在广东南海建立起了第一家民族资

本主义企业———继昌隆缫丝厂,便于1877年毅然放弃教学,搬回老家万安,立志投身蚕桑。1888
年,陈宛溪组织成立县蚕桑会。1890年3月31日,重庆开辟通商口岸,次年设立了海关,外国资

本加快了对四川工业原料的掠夺,作为丝织原料的蚕茧输出额直线上升[19]56。1895年,《马关条

约》签订后,外商纷纷在中国设厂,“中西互市,日以奇技巧精品物,博取我四万万人脂膏”[6]3,中
国传统手工业屏障被瓦解。在洋人挟其富强之资,妄图渐吞中华之势的严峻形势下,陈宛溪认为

“今吾蜀救贫之际,孰有如振顿旧有之蚕桑乎”[6]1! 至此,陈宛溪初步萌发了“实业救国”的思想。

1903年,陈宛溪仿照日本方法在三台万安场的凤凰山下兴工修建裨农丝厂,并于1905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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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陈宛溪托人购得意大利式铁机,自此四川开始有了自己的近代工业。而后,1908年裨农

丝厂改用大机缫丝,1912年,更新设备,引进意大利式缫丝车、英产锅炉、德产发电机,1918年又

购回环球牌大锅炉[20],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得到了大幅提 高 与 改 观———蚕 丝“均、净、坚、
韧”[6]序,4。在裨农丝厂机器化大生产期间,陈宛溪于1907年任四川省蚕桑劝导员,1914年至

1919年间,出任三台县蚕桑局长。1913年在乐山嘉定创办嘉祥丝厂,1917年改为华新丝厂。裨

农、华新丝厂出品的双鹿牌生丝先后在“巴拿马国际公赛”和“莱比锡万国博览会”获奖,从此川丝声

名大振,外销大增,闻名于欧美诸国。1926年3月陈宛溪在乐山开办嘉乐纸厂,同年病逝乐山。
在躬耕蚕桑事业40年当中,陈宛溪留下了《裨农最要》《蚕桑浅说》《丝厂俗歌》《劝妇女缫丝

歌》《劝桑说》等著作。这些著作对蚕丝生产实践来说,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同时蕴含较

丰硕的学术价值,其中,《裨农最要》多次作为劝课农桑的教材法发放民间[21],《劝桑说》成为推广

植桑事业的经典作品。该书现存28页①,但事无巨细,涉及了蚕桑业种、产、销、保障等方方面

面,充分体现了行业分工以前农、工、商的结合。行文语言朴实通俗,“虽不识字,人闻之,亦能通

晓”[6]序,3。该书绪论、章节标题、材料编排等方面,表明了他对蚕桑业乃至这一时期整个四川经济

振兴的基本观点。该书封面的“宛溪叟劝桑说”由原谘议局议长、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蒲殿俊

题写,内页“劝桑说”由四川劝业道台周善培题写,交由成都昌福公司排印,内含陈宛溪人像及其

自志文,另有鲜英②的题词“大巧若拙,大智若愚;须发浩然,聊以自娱”[6]1,同时由原四川蚕桑公

社总教习、曾任四川农政学堂教务长的海宁人祝鼎写序。
由于《劝桑说》最后几页遗失,其具体成书年份未知,但通过内容判断,该书应写成于1914年

陈宛溪担任三台蚕桑局长之后到裨农丝获巴拿马金奖期间。该阶段四川“蚕桑渐多,丝厂亦

繁”[6]2,蚕桑业实质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以苍溪为例,据1910年《四川省第四次劝业统

计》,全县有蚕户11220户(约占农户总数的25~30%),有成片桑园180亩、散栽桑地640亩,官
桑1353株、私桑64479株;制丝户663户,缫黄白丝144000两(折合鲜茧约45万公斤)[22]。仅

据乐山、内江、南充、三台、盐亭等18府县统计,农家缫丝户数已经达到132669户,年产土丝

25000担[23]292-293。蚕丝兴旺导致川人“群趋于饲蚕缫丝之一途”[6]2,而陈宛溪深知“外洋最讲种

植之学”[24],敏锐地察觉到桑叶匮缺将会严重威胁到蚕丝发展,于是果断在《劝桑说》中指出“若不

多植桑树以裕蚕丝,必源恐叶缺而饲蚕不终”[6]2,最终导致“茧少而缫丝折本”[6]2。为此,陈宛溪极

力“劝吾川饲蚕之人各添桑树以裕蚕食”[6]2,“劝吾川缫丝之人自种桑树,并劝人种,以裕茧质”[6]2。
《劝桑说》之前也有不少蚕桑刊物刊印于世,尤其是洋务运动以后,蚕桑专著的撰写[25]和刊

刻数量惊人,③但是,四川的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以三台为例,老百姓“栽桑未及百分之一”,甚
至出现“百里不见一株桑者,隙地任其荒芜”的景象[6]序,3。究其原因,一方面蚕桑在四川仅为副

业,自“蜀之先,名蚕丛,教民蚕桑”[17]1起,四川蚕桑多通过口耳相传,就地植桑,于“田边畦畔,堤
岸土埂,住宅前后”[17]1,目的是“无碍于耕种”[26]13。故而,四川人对桑树采取的是一任自然的态

度,鲜会有人专门为桑树开垦土地、除草,而多选择植桑的同时复种豆麦等农作物。因此,桑树常

常“成为乔木”[26]14。另一方面,由于过往的蚕桑书籍多为对历代知名农书的采辑,晦涩难懂,陈
宛溪指出:“采辑诸书会萃成编,全录原文;摘数字数句而变其文;其用法而稍变换。”[27]1其文“法
极详备,惟文义稍深,篇幅较长,恐非妇孺所尽解”[28],并且“文辞博奥,非浅人所能尽知,或时地

攸殊,非变通无以尽利”[29],现代化涉及的新知识技术的传播并非传统教育识字所能传递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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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劝桑说》第28页后已佚,但主体内容已经完结。

鲜英(1885-1968),字特生,男,四川西充人。民盟创始人之一,著名民主人士,后投资了陈宛溪裨农丝厂、新华丝厂加入

的四川丝业有限公司。

据《中国古农书联合目录》所载,从同治到宣统年间,中国出版的蚕书有96种,若加上柞蚕书14种,共计110种。



要“功能性识字率”的拓宽[30]167。这种“功能性”的识字能力在清末局限在社会上的一小部分人当

中,广大农民“仅满足于世代相传的《三字经》”[30]390。因此,轰轰烈烈地劝课蚕桑、改良蚕桑并未

在川地真正得到普及。
作为劝课之用的蚕书,其通俗性颇为重要。早期只需要在晚清官绅群体内部通过赠阅、寄

呈、拜序等方式交流[1]135,言语尽管晦涩但仍能得以传递。而后官员们开始注重让小民获悉技

术,因此通俗易懂的蚕书成为需求[31]。光绪年间沈练的《广蚕桑说》就“明白如话,绝不引征经

史,盖词繁则意晦,不如扫去陈言”[32]。在“师旅频临,饥馑交迫,贼盗蹂躏,征税烦难”的社会背

景下,陈宛溪若致力在全川推广植桑,则需考虑植桑技术能否得到广泛传播,因而在知识技术的

讲解上,需要达到“老妪能解”[6]序,1。
“在桑树种植上只须稍加注意,就一定能发展川省的产丝能力”[33]51,陈宛溪将植桑要点安排

在首位。在讲解过程中,多次使用人们生活中常见事物作比喻,以增强乡人的理解。他先讨论了

桑树的种类,对四川地区常见的良种进行了分类,“嘉定之红皮桑、潼川之荷叶桑、柳叶桑可比湖

桑,皆古书所称鲁桑之类”[6]5,并梳理区分了家桑和野桑的渊源,“鲁桑之子,种植成树……则呼

野桑是也”,最劣的桑树称呼为“狗屎桑”[6]6。随后,分析了压桑与接桑的优劣,又以“此犹嫁女者

由富贵而嫁贫贱,则形容必至憔悴;由贫贱而嫁富贵,则形容必见丰腴,其所居养不同也”[6]6,形
象地指出桑种、土壤与人力辩证的关系。为解释植物休眠期的重要性,陈宛溪以自身科考为例,
“余昔年岁考,进场日多不能寐,每起静坐以待,吾兄治安、侄瀚如,熟睡若无事……余因早起精神

耗散,写作竟觉困难,兄与侄久眠精神养足,出场时犹若余勇可贾”[6]8。在讲解接桑法时,他用民

间俗语“人活心,树活皮”[6]7说明皮接法的优点。关于病虫害防治,陈宛溪并不急于细分桑树的

病虫害,他认为“害桑之虫类甚多,治法亦多,非明学理者不能区别”[6]12,对于农家而言,如果详

说,则“苦其繁难”,反而扼杀了植桑的积极性。因此他从病虫害的轻重进行指导,重在讲授处理

方法,如“以竹片刮去其白屑,不使再有此虫发生即得矣”[6]12,为了让农家便于理解,陈宛溪善用

比喻“割去伤痕除虫,敷以牛粪……其用牛粪者,如医生之用生肌药也”[6]12。《劝桑说》写成后,陈
宛溪一如前之《裨农最要》“两呈锡督清弼”[12]22,通饬全川,刊发民间。赵尔巽接任后继续推广植

桑养蚕,加上周善培的“热心提倡,实力保护”,“桑蚕丝业,遂以畅行”[6]序,2。以三台为例,自1915
年起至1919年,每年植桑亩数匀速以1000亩递增。1915年三台拥有丝厂6个,第二年丝厂发

展至9个,并且越来越多的产品出口到外地以及国外[34]。
蚕书作为传统蚕桑技术重要的传承载体,是大规模推广发展蚕桑技术的重要传播性工具,因

此能不能在大众之间得以广泛传播,并被大众吸纳实践,是衡量一部蚕书功用的最直接说明。写

作《劝桑说》时,陈宛溪既是肩负社会发展的地方官员,又是致力提高川丝竞争力的实业家,他能

以“安不忘危,乐不忘忧”的忧患意识,劝诫全川不能仅仅看到蚕丝价高的丰厚利润而群起养蚕,
敏锐地指出作为四川救贫之计基础的蚕桑业,应强调广植桑树的重要性,以此避免在动荡的社会

和繁重的赋税下蚕农再次遭受损失。因此,他从桑种的类型、桑苗繁育、栽植技术及桑树培护方

面进行了通俗易懂的讲解,这些内容既能贴合四川人的生活习惯,又能明确精准地给予技术指

导,摆脱了以往繁杂难懂的部分,大大增加了蚕书的实用性,是为“专门针对当地情况引进与推广

蚕桑生产的科普作品”[35]。

二、《劝桑说》推进了植桑活动的普及化

陈宛溪心系实业,痛心于“蚕丛古国其丝不见称于新大陆,实吾川之人深耻也”[6]5,于是奋身

先导,锐意进行。裨农丝厂挂着其亲自书写的对联:“读新书,听新闻,因变旧法;办实业,求实效,
不尚空谈”,横批为“挽回利权”[36]。其裨农丝国际获奖后,陈宛溪又亲题对联一副:“由桑以蚕以

丝,风气先开蜀北;自家而乡而国,名声渐及欧西”,横幅“普利全川。”[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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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以蚕桑“普利全川”其实是一个难题。尽管早期蜀地蚕桑发达,“蜀国古号蚕丛,远在唐

虞以前,是吾中国蚕桑之利”[38],“擅衣被天下之利者数千”[6]20。四川作为中国沟通中南半岛、东
南亚和印度次大陆的“西南丝路”重要商道,“闲时尚以蚕为市”[39],蚕丝商业兴旺。但经建炎南

渡,宋元战乱,四川工匠大量南迁致使四川蚕丝业失去充足的劳动力市场。木棉广植同时挤压着

四川蚕丝市场,导致原有植桑育蚕区放弃了蚕桑生产,本地蚕桑业遭受极大破坏。四川商品经济

的繁荣与活跃与川江航运有着密切关系,尽管有“蜀身毒道”,但自古亦有舟楫相通,凡通河流之

地,无不商运兴旺[40]。随着南宋末年,泉州超过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也是当时世界

上最大贸易港口[19]113,中国蚕丝开始经泉州、广州、明州等港口出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刺激

了东南沿海蚕丝的出口贸易。同时与川江航运的险峻相比,长江三角洲及其江南地区地势平缓,
水运密集,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交通运输成本。明代中叶以后,作为中国蚕桑生产主要地区之一的

四川逐渐被江南地区取代,“东南之机,三吴、越、闽最夥”[41]。鸦片战争前,江南地区所产丝和丝

织品在占全国生丝产量及丝织品产量的80%以上[19]52,四川地区则一落千丈。此外,1850—1900
年间,西南地区(云贵川)人口增长超过全国人口增长率[30]34,人口自然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农业生

产发展的速度。1910年四川人均耕地仅1.81亩[42],而在清代人均需要4亩耕地,平均得粮4石,
方可维持基本生活[43]。这导致川人“无衣需种棉,无食需种薯”[6]20,种桑则“必减薯棉衣食”[6]20,
蚕桑业被种植业挤占,难以成为四川的经济支柱行业。而此时非传统蚕桑产区的珠江三角洲地

区凭借长期“果基鱼塘”生产习惯,弃田筑塘,废稻树桑,形成大面积的“桑基鱼塘”,这种以种植业

与水产养殖相结合的生态型复合式农业经营方式,逐渐形成了发达的蚕桑生产基地[19]113。江南

地区的繁盛,珠江三角洲的崛起,映衬着四川蚕桑业的凋敝。更甚者,鸦片战争以后,四川成为烟

毒的重灾区,尤其是到了咸同年间,以四川蚕丝重要产区三台县为例,“吸者日众,始由富者嗜之,
既乃贫者恋之,不但男子困之,更有妇女染之”[44]。鸦片的输入不仅吞噬了大量四川的劳动力,
对鸦片强烈的需求也令四川很多地区罂粟种植活跃起来,曾经的重要蚕桑产区逐渐被种植罂粟

侵占。人才流失、交通不畅、人地关系紧张、烟毒侵蚀,导致民众种植热情下降,进而“吾蜀虚拥蚕

国之民,坐失美利者五百余岁矣”[6]序,3。先进的知识分子及政府力图寻找解决之法,其中栽桑养

蚕以其能团结“散漫之人心”[45]1,且兼具农工商三性,以不逊于罂粟的利益成为“内足以奠定地方

自治之基础,外足以杜列强觊觎之野心”[45]1挽回利权的有效途径。晚清四川政府要求“本无蚕桑

各厅州县,由官购买秧种,切实剀谕,广为散给”[21]17,四川各地纷纷设立蚕桑传习所及公社,四川

蚕丝业有复兴迹象。后遇四川保路运动,全川罢市,民众再度陷入经济困境。1910年经由上海

出口的川丝1500余箱,而1911年川丝出口跌至340箱[46]。辛亥革命后,1912年10月19日农

林部颁布指令,号召四川实业切实振兴蚕桑[47]。
为重树川人植桑信心,陈宛溪在《劝桑说》中首先肯定四川具有发展蚕桑生产得天独厚的自

然生态条件———地理位置、地貌结构、气象环境、水力、劳力资源及桑、蚕品种资源。认为“余游江

浙调查蚕桑……吾蜀所最宜”[6]序,2。为此《劝桑说》中以“无地不宜”及“无人不能”将植桑进行推

广普及。陈宛溪以身作则,要求其家人无论男女老少幼壮及一切仆役在墙荫道旁畦畔及一切隙

地种植桑树。
首先强调无地不宜。封建土地制度对蚕桑业的束缚是中国农村的一个普遍现象。1912年

四川农户总数中,自耕农为30%,半自耕农为19%,佃农高达51%[48]637。若以专门土地植桑,广
大贫困的小农根本无法承担,而大佃农和地主多选择“官有地”“庙地”等公产,在四川并未出现大

片的桑园。蚕桑发达的江浙一带,农家以蚕桑为主业,“每年粗细丝七万担”[6]序,3,尽管四川“粗细

丝每年不过两万担”,但陈宛溪并不妄自菲薄。他立足三台,以四川“土地之广阔,气候之温

和”[6]序,3,且四川栽桑不占耕地,不误农事之优势,详述了15种土地类型进行栽桑。四川传统蚕

桑为家庭副业,桑随粮走,多数桑树与耕地共享。陈宛溪指出除此之外,房屋周边,如墙下、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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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屋内均可栽桑,墙下的桑树可以养成乔木,“消夏且壮观”[6]15遮阴的同时,可同时“卖钱二十

钏”[6]15;传统风水观念认为院内栽桑形成了一个“困”字,不利,陈宛溪以双木成林,三木成森,“实
为茂林”大吉为解。此外,场圃、道旁、沟埂、河岸、土埂、土中、山岭、山坡之处多可以栽桑,但要因

地制宜,比如沟埂栽桑要注意将泥挖松。江浙地区如海宁没有植桑的沟埂,是为“多桑之地,自不

同也”[6]15。陈宛溪详细地对不同土地应栽桑种及栽种方法进行了介绍,比如在场圃、道旁栽桑要

种大桑,避免人畜践踏,牛马啃食,这样“可采叶数十斤至一二百斤”[6]15;河岸栽桑需要高度,避免

洪水淹没;土埂栽桑则要五步一株。同时,陈宛溪还教人开辟土地栽桑,比如“将大路石板揭开,
挖长形窝,桑本平放向外,发条卷曲而上,牛羊不及齿决,轿马挑担无碍。林荫蔽日,炎夏行人赖

以休息”[6]17;在堰沟两边斜坡“起泥填厚”即可“移栽大桑二十余株”[6]17。这样一来极大地扩展了

蚕桑业的土地资源,也打消了四川人在植桑文化上、经济上的顾虑。四川其他地区如彭山县城也

利用了土筑砖墙的位置栽桑万余株,“于是荒僻之区皆种桑以尽地利”[49]。“无地不宜”实际解决

了当时种植业与蚕桑业的矛盾,使蚕桑业有发展成为地方经济型产业的趋势,让“大利之兴,翘足

可观”[50]成为可能。
其次说明无人不能。清光绪以前,四川的栽桑、养蚕、缫丝、织绸主要为家庭手工业,且是“妇

女务蚕事”[17]123。陈宛溪在《劝桑说》中一改妇女亲蚕的传统方式,号召全川之人无人不可,实际

上扩大了蚕桑业的劳动力来源,为蚕桑业的行业分化奠定了人力基础。知识层面上,陈宛溪认为

读书郎与教书先生均可栽桑,学生栽桑不需更多分心而可助学费,老师栽桑收益可以超自身薪

资,甚至不必为欠薪担忧,“余如守旧,今尚求糊口”[6]17。职业层面上,陈宛溪指出农民、工人、商
人、军人、仕宦均可以栽桑。农民自不必说,自古农桑并重,“桑是农中一大利源”[6]18,并且收桑养

蚕很少遇上自然灾害,不碍农事。工人栽桑“不过数年遂有余资”[6]18,商人曾见“数万本金不及百

亩桑树,经商全年不及饲蚕一月”[6]18,军人“有事为国家出力,无事退归蚕桑,不惟品高且养精力

而广识见”[6]18。经济层面上,贫病之人栽桑可改变经济状况,“五年衣食足,半八年衣食全出其

中”[6]18;孤寡者“守桑足以自给”[6]19;富户、富贵之家栽桑,不仅能与佃户一起共同富裕,还可以运

至上海销售。陈宛溪还以自己14岁的二儿子陈彰瑛为例,“经理缫丝俱著成效”[6]19。由此,三台

县全民皆可栽桑,相比与过去“男子亩,女子桑”的传统,增加劳动力资源的同时,直接提高了作为

蚕桑业重要生产资料桑叶的产量。
《劝桑说》结合不同职业特点和四川地理特性,强调桑树适应能力强而无地不宜,说明植桑技

术简单而无人不能,普遍推广植桑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四川乡人一改过去“蚕桑是穷人事,未闻

川省有蚕桑发家者”[6]20的认知,依靠植桑“皆成富饶”[6]20,甚至“赖以嫁娶”“生子成人”[6]21,陈宛

溪侄女也积攒自己缫丝工钱“三百余钏”置办嫁妆[6]21。三台曾姓族人聚河而居,曾因夏天洪水受

灾,需要救济,通过逐年植桑,“各获厚利”[6]22,由领赈之人变成捐赈之人。一些“游荡罹法”的乡

人,被劝植桑树,其子女送入陈宛溪丝厂采桑摘茧、运茧炭柴,经济充裕后而“知荣辱”“知自

爱”[6]22。在劝桑的过程中,陈宛溪以“不足愿赔”的气概,解决乡人的后顾之忧,若遇上以“无桑无

钱无器具蚕种”推辞的乡人,还慷慨地“举钱买桑”“下蚁分送”,并告诫乡人“不贪多,不冒险”[6]23。

19世纪中叶四川蚕桑业已经拥有超过2000家缫丝作坊[33]113,这些作坊推动着饲蚕与缫丝

的分化。曾经女性主导的饲蚕缫丝副业随着现代化丝厂的开办,“多不自缫”[51]。陈宛溪在川丝

劳动过程扩大的过程中提出植桑“无地不宜”“无人不能”,实为四川蚕桑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

基础原料。因蚕桑业全部生产过程包括多道工序,桑叶则是整个蚕桑业生产过程中十分重要的

一环,陈宛溪“劝桑”可谓是蚕桑业近代化的根底。尽管地主土地所有制限制了四川蚕桑生产的

规模[48]687-690,但是陈宛溪利用已有条件尽量扩展土地类型,增加植桑面积,对民众而言一两株桑

可补贴家用改变生活;对四川而言,植桑风气大开。1914年至1919年期间,陈宛溪担任三台蚕

桑局局长[52]81。根据《四川三台县之蚕丝业》调查,《劝桑说》刊行以前,即大约1908—1914年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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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三台植桑亩数不超过4.5万亩,最低只有2.5万亩。仅1914年三台植桑亩数就较上年增长

6000亩,此后以每年1000亩的速度增加,统计到1918年止,种桑亩数达到5.5万亩[53]。随着四

川植桑面积的扩大,饲蚕原料充足,川省蚕丝“每岁产额至巨”[54]7。政府为“富国裕民”,也开始劝

导各县及时养蚕,“以供世界之需要,于国计民生裨益极大”[54]7-8。但国际市场上,中国生丝面临

着严重威胁。中国蚕丝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日本不遗余力地提倡蚕桑,截至1916年,日本农商省

资助振兴蚕业费用达到四百万元[55],中国生丝在美国市场已经渐不敌日本生丝。同时,四川这

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经营方式容易降低利用科学技术抵御灾害的能力。因此,改良种桑养蚕

制丝之术就成为四川蚕桑业摆脱墨守成规、故步自封的迫切需求。

三、《劝桑说》推动了植桑技术的程序化

1875年前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徐寿从技术上确立了养蚕业与缫丝业分离的基础。开发了

杀蛹干燥技术,缩短了蚕农收茧到缫丝之间的时间,这样在远离蚕茧产区的地方就有设立缫丝工

厂的可能性[48]327。上海现代缫丝工业的发展就得益于此。而四川由于缺乏成片桑园,因此蚕桑

与缫丝未能分家,而是一直牢固地结合于小农经济内部,停留在小农个体经营阶段[48]67,传统经

济下的蚕丝产量约占全省蚕丝年产量的70%以上[23]292-293。植桑面积的扩大为经济转型创造了

可能。甲午战争后,随着失败带来的屈辱感以及西方及日本工业化先例的激励,中国催生出“一
种与多少世纪以来存在于传统中国的商业活动明显不同的经济形态”[56]1。为迎合这种新的经济

形态,传统手工业生产必然受到冲击。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过程中,经济领域

中出现的最大变化,是大机器工业的出现和发展”[57]4,但这种变化在中国并不同步,四川工业的

主导还是依赖于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大作坊和工厂手工业[33]107,其机器化工业的萌发比东部沿

海将近晚30年[58]。在1905年陈宛溪的裨农丝厂正式竣工投产之前,四川政府在奖劝植桑方面

努力不少。1869年,在川东道姚觐元倡导下四川开始向江浙收购桑蚕良种,“改良缫丝茧市渐

兴”[17]76,政府甚至“栽桑多少定地方官之功过”[59]15。看上去蚕桑在政策支持下能得以兴旺发展,
但实际落实中地方官却“无论栽桑科学大半不知”[59]15,实有掩耳盗铃之象,植桑效果大打折扣。

陈宛溪在《劝桑说》中将桑树种类、变种情况,与土地、水质、气候的关系,嫁接、收获,栽种、施
肥等步骤进行了程序化的归纳总结,制定了栽种规则,完善了植桑技术。

筛籽豚桑。古代桑树皆为野生桑,以后逐步发展为利用野生苗栽植。清代以前,多为农民自

采种及自育苗。桑籽是培育良好桑苗的根基,优质桑苗是桑树成长与高产的保证。陈宛溪在《劝
桑说》中介绍了选籽的规范:“选叶大厚之鲁桑,摇树落子,捡存一二日,放细篾箩内,搓滥沉水中,
浮去渣滓虚子,再搓再浮,如是数次,沉底净子皆实,风干勿令日晒,可带远走。若自种之子,淘净

即宜入土种之。以新鲜桑葚喂猪,收猪屎翻滥布种,是为豚桑,最为善法”[6]6,其一改采摘鲜果,
挖窝直播的传统方式,强调选桑筛籽,并提出利用牲畜布种的“豚桑”,不仅细化了筛籽技术,同时

充分利用农家养殖习惯,优化桑籽质量。
嫁接育桑。民间旧时培育桑苗,多是就地播种,留其壮苗,陈宛溪则推广接桑繁育。传统桑

条插压也是育苗的简便方法之一,但是陈宛溪以单因素法比较压条和接枝,发现“接本根多而枝

茂,压条根少而叶淡”[6]7,得出接桑是保证桑树品种的重要途径。进而发展出劈接、割接、搭接、
靥接、皮接等法。针对桑秧的大小,他也给出不同接桑指导,由于其言辞通俗,“樵牧皆能为之”,
从而“潼川接桑秧畅消(销)远地矣”[6]6。

挖窝植桑。过去栽种桑树习惯冬末和春季栽种,陈宛溪因地制宜,改冬春植桑为秋植或惊蛰

之后。“栽桑宜在九十月之交”,“川北栽桑宜在惊蛰”[6]8,此时易于发芽且看守容易,桑树的成活

率提高。同时推广大窝间隔植桑法,规定“无论何地栽桑,挖窝需宽深各二尺,再宽更好”[6]9,“锄
土成行,每行相去二尺,每株相去六寸”[6]7,做到“温之地栽桑宜浅”,“高燥之地栽桑宜深”[6]9,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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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决定桑树茂盛的关键在于挖窝技巧,挖窝若不好则“土紧结,根难行走”,挖窝应尽量宽,至少

“宽深各2尺”,这样“桑根细柔必土松,方易滋长”[6]9。陈宛溪宣传将堆土培壅技术应用于贫瘠

之地,“桑忌薄瘠之土……淋粪如啜汤,添土如吃肉……多加一撮土即有一搓土之叶,虽未用粪其

功胜于用粪者”[6]10。桑秧植好后,需要对其进行修剪,“不除草不看虫不修剪劣枝,未有能完全茂

美者”[6]8,陈宛溪也进行了精确地指导,“将桑秧上节剪去,留下节连根五六寸”[6]7,或栽种之时

“将桑秧直根破根剪去,栽下覆以田泥河泥……”[6]9通过对植桑过程中植株距离、栽桑时节、堆土

培壅、修枝尺寸的指导,桑树长势良好,四川人栽桑进入专业植桑阶段。
松窝肥桑。旧时四川人栽桑后一任自然,桑随田走,并无施肥看护。《劝桑说》指出应根据土

壤和桑种情况,对桑树进行施肥,并给予详细指导意见。“初栽桑秧宜二分粪、八分水,和浇发芽

后,三粪七水,抽条后四粪六水,大桑树半粪半水,不可用尽粪”[6]10,由于树木越大,根系越深入泥

土,因此“初栽之桑,头年淋树根,三年隔树一尺,四年隔三尺”[6]10,科学施肥还应该考虑朝向问

题,“北方粪宜多淋,以阳光少故也”[6]10,这样桑树成长快,枝叶茂盛,养蚕数量也会成倍增长。施

肥不能均平,“株独小可多淋粪”,这样可以让桑树“整齐,无大小高低参差之异”[6]10,同时利用自

制卜鸭嘴形工具代替人工施肥。
修枝养桑。民间多不注重修枝养型,陈宛溪则根据四川土地特点,结合自身经验,提出养桑

非常重要,且需工极少,即只需要中刈和高刈,无需根刈。首年在平地二尺六寸有节处剪断是为

中刈,留二壮枝。第二年正月修留四壮枝,但枝条不能留长,以两倍留壮枝,数年之后“即成拳

形”,修到“如伞圆,如盖遥望,如覆钟”,这样桑下仍可以“耕犁,可种他禾”[6]11。高刈酌情加尺寸

“乔木三尺,短尖留三枝”[6]11,高刈以三倍留壮枝直至五六尺后可任其生长。经过修剪的桑树,高
矮适中,树势生长强壮,树冠匀称丰满,枝叶生长繁茂,桑叶稳产高产。

防虫护桑。危害桑树的害虫主要是尺蠖虫、金龟子(俗称夜皮蜂)、黄壳虫、天蚕、桑天牛、介
壳虫等,以桑天牛、介壳虫最严重。桑天牛和介壳虫都危害树干,桑天牛吃嫩桑皮,夹断桑枝尖,
俗称“夹夹虫”,桑天牛会将卵产在桑皮内,小虫会“吸树之液”[6]12,不易发觉。若桑树皮上附着白

屑,则多为介壳虫,介壳虫会“吸收树体之汁液”导致桑树“停止发育而枯死”[6]11。陈宛溪采用烟

油插入法消灭桑天牛,经济高效,“较钱买之桐油、百部、巴豆、硫磺等药功用更大”[6]11。针对介壳

虫,他提出开沟泄水,刮屑日晒法。修割的树洞用牛粪填充促使其愈合。以上方法花费不多,操
作简单,易于上手,且效果显著。

陈宛溪将传统植桑技术与自身40年经验总结相融合,形成了筛籽豚桑、嫁接育桑、挖窝植

桑、松窝肥桑、修枝养桑及防虫护桑等6个标准化步骤。这种程序化的栽植模式,大大提高了桑

苗成活率,一方面有利于政府对植桑的推行,另一方面桑叶产量的增加反映了四川蚕桑生产力水

平的提高,为劳动过程中的专业分工奠定了基础。同时,他还将蚕业、种植业结合起来,“桑土宜

种浅苗之植物,如花生、红苕、棉花、芝麻、小豆、瓜芋、大麦、小麦、豌豆、胡豆、菜籽、蔬菜之类”,
“忌种深苗之物,如高粱、苞谷、桐麻之类……又忌藤蔓之物”[6]11,继承了隋唐后出现的“桑基圩

田”“桑基鱼塘”的循环生态模式,一举多得,综合利用价值较高。植桑技术的行之有效令更多人

开始植桑,桑树面积的扩大,提高了蚕茧产量,蚕余资料诸如蚕屎、细渣、枝条更可以饲牲畜、肥
田、泡水、入药、造纸等[6]14。桑树种植日渐增加,蚕茧产量年有增长,蚕茧、生丝成为四川最重要

的农副产品。蚕桑的商品化程度加深,蚕茧上市时,丝贩分赴各地乡村市场收买蚕茧,并购入当

地出产生丝,“在四川,蚕丝像其他所有作业一样,是零碎经营的,商贩们像做鸦片生意一样,在这

儿收一斤,在那儿收几两”[60]。从茧的质量来说,三台、保宁一带出产的蚕茧品质为佳[61]278。

四、结 论

纵观陈宛溪一生,由其撰写的重要蚕桑著作有4部。1897年,他深感“人急于农而忽于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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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依据自身经验,提出“栽桑不占农之地,灌桑不分农之粪,以丝售钱可补粮佃诸费”[27]1之法,
以有助于农民,谓之“裨农”,是为其首部蚕桑专书《裨农最要》的由来。该书作为一种科普性读

物,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种桑养蚕的基本知识和重要作用,对于推动当时的蚕桑事业起到了一定的

宣传、启蒙和指导作用。1903年,陈宛溪应涪州(今涪陵)知州邹耿光之聘,为禁烟而指导种桑,
编撰《蚕桑浅说》。这两本书陈宛溪“两呈锡督清弼,先后通饬全川,继以赵督次珊,周道孝怀热心

提倡,实力保护”从而蚕桑业“遂以畅行”[6]2。不久,陈宛溪在使用机器改良缫丝过程中发觉“川
丝杂乱无章,沪售受制”[6]2,急需规范的技术人才顺应机器大工业的发展需求,1908年编撰《丝厂

俗歌》,将立厂规则、管理方法演为俗歌,要求技师朝夕诵读,养成规范[52]91。而后,三台“蚕桑渐

多,丝厂亦繁”[6]序,2,陈宛溪提出“今群趋于饲蚕缫丝之一途,若不多植桑树以裕,蚕丝必恐叶缺而

饲蚕不终”[6]序,2,并撰写《劝桑说》。从《裨农最要》到《劝桑说》是陈宛溪40年蚕桑经验的总结,亦
展示了其朴素的“裨农”思想发展到“普利全川”的豪情壮志,因此《劝桑说》也成为陈宛溪著作中

学术水平最高的著作。
《劝桑说》并非当时独一无二的蚕桑农书,但在通俗性、普及性方面具有显著特点。1906年,

四川中江县蚕桑局曾选用刊刻了1880年方大湜所著的《蚕桑提要》劝课蚕桑[62],但该文“惟文义

稍深,篇幅较长,恐非妇孺所能尽解”[1]17。湖州汪日祯所著《湖蚕述》,广东南海陈启沅编撰《蚕桑

谱》都以考察当地蚕桑农业,发展当地蚕桑业为目的发行的单行本蚕书,或“因集前人蚕桑之书数

种,合而编之”,[15]1或“举凡种桑养蚕缫丝诸法”[14]9。《劝桑说》则专门聚焦蚕桑业之基础———植

桑,从桑种筛选及种植技巧到人力、土地的利用,并向川民展示植桑的种种成功范例,既能适应劝

课推广的文本需要,又能激发四川人植桑热情,同时,在语言方面,《劝桑说》较之《湖蚕述》《蚕桑

谱》更为通俗,力图避免晦涩专业词汇,选用了大量民间俗语及生活常识,切实起到推广植桑的传

播作用,单科细分以及语言通俗是《劝桑说》较同期蚕书的一大发展。
在国家孱弱动乱之际,陈宛溪在蚕桑领域呕心沥血,利用其作为四川省蚕桑劝导员及三台县

蚕桑局长的身份,敏锐地把握市场变化,依托政府力量,通饬四川各县将《劝桑说》刊发民间,要求

各县按照幅员大小,“定栽桑之多寡”,“每户种桑若干株”,“注册上呈”,明确规定“每丁使植十五

桑”[6]序,2,按照栽桑的多少予以不同的奖励,对于不栽种的“以惰农薄惩”,各县种桑的数量也成为

“知事之功过黜陟”[6]序,3。同时,还令其儿子陈彰玎制定了保护桑树法附在《劝桑说》之后,对于践

踏桑树,偷窃桑叶的案件,由政府“从重治罪”。通过“劝桑”努力,栽种桑树成为全川百姓日常劳

作的一部分,出现了“一二千里,源源而来,收淘桑籽,醉毙河鱼,购取桑秧,载盈舟楫”的盛

况[6]序,1。其“四乡养蚕之家多赴陈氏购买桑叶,获利甚丰”[63]。根据1918年调查的植桑情况,
“三台一县局调查蚕丝业之发达情况,有旭日东升之势”[64]。三台形成蚕丝销售的集散市场,集
合各产地商贩运来之丝,然后再运销重庆等地[61]278。

《劝桑说》以其通俗口语起到了传播新知识技术的作用,为时代变革中更进一步接受和理解

工业化转向储备了人才;解决了植桑所需的土地问题,增加了劳动力资源,扩大桑叶生产面积的

同时孕育了蚕桑工业化步骤中的劳动力需求;通过规范种植过程,遵循科学方法,提高了桑叶产

量,为蚕桑业劳动过程的程序化和专业化奠定了基础。陈宛溪“劝桑”的这一过程,也展现了四川

内部资本主义因素自我孕育的过程。
蚕桑知识的通俗化传播、劳动力范围的扩展、行业的程序化推广汇成四川蚕桑业现代化发展

的合力。1918年,川丝以质优价廉打入欧美市场,成为四川出口的拳头产品,当年四川出口额的

32.6%,为近代四川生丝出口量的最高纪录[17]263。20世纪20年代成为川丝出口的黄金时代,年
均出口达2万担以上[17]261。1923年9月,由于日本丝受到关东大地震的影响大量减产,中国蚕

丝在国际市场上畅销,生丝每关担价格由600多银圆上涨到1500~1700银圆。同年底,四川黄

丝在法国里昂市场大受欢迎,畅销欧洲,每关担可售900银圆,优质丝售价达1240银圆。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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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期间,四川生丝一直保持稳定出口,年均出口2万担以上,出口值约80万关平两,1925年

是发展蚕桑的一次高峰,四川全省蚕茧产量达到71.6万担,创历史最高水平。《劝桑说》所载一

切“皆见诸实行,成为事实”[6]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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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Prosperity:QuanSangShuoandModernSichuanSericultureDevelopment

LIRui
(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SchoolofEthnology,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Basedonthesentimentof“BenefitingthewholeSichuan”,ChenWanxifromSantai,Sichuancompletedthe
publicationandpromotionofthepopularsciencetextQuanSangShuo.Thebookiseasytounderstandwhichisnot
onlyanintegratedworkofChenWanxi􀆳spersonalsericultureknowledge,butalsoanexcellentmodelforpersuading
peopletodosericulture.Itmakesasignificantcontributiontopromotingthepopularizationofmulberryplanting
knowledge,popularizationofmulberryplantingactivities,andprogrammingofmulberryplantingtechnologyinSichuan
region.Inaddition,togetherwithsuchsericulturedocumentsasHuCanShuandCanSangPu,thetransformationof
modernChinesesericulturefromtraditionalnaturaleconomytomodernindustrialproductionwasaccelerated.
Keywords:ChenWanxi;QuanSangShuo;Sichuansericultureindustry;modernsilk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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